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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嘉诗坛的“风趣说”

梁结玲

摘 要:乾嘉时期社会相对承平，诗坛主将袁枚、赵翼等人推崇诗歌的“风趣”，朝野上下风从影随，“风趣”成为诗坛的风
尚，时人多以“风趣”归指袁枚等人的诗学旨趣，将他们归结为流派是后人理论构建的需要，有过度阐释之嫌。从内涵而
言，“风趣”是作者在对社会现象的诗性感悟中所体现出来的谐趣，是创作主体的机灵诗才的表现;从外延看，“风趣”是
相对于重道德教化的诗论而言，“风趣”虽然不排斥家国情怀，但以日常闲适的机趣为主要倾向。乾嘉诗坛的这股诗潮与
通俗文学的涌动、时代学术思潮及诗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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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it would be an interpretation to theoretically generalize it into the doctrine of a poetry school． The connotation of w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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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和晚清的诗歌创作具有健实的社会内

容，这是动荡时代给文学的馈赠。文学史在考察
清代文学的时候也都将大量的篇幅给了这前后两

端，留给乾嘉两朝的并不多。乾嘉两朝在时间上
占了清代近三分之一，根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
总目提要》的统计，乾嘉两朝诗文作家 5500 多人，
诗文集 6000 多种，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
朝代。传统的文学史多从揭示现实的深度来评判

文学价值的高下，乾嘉文学多是纪游、娱情之作，
现实指向性并不强，因而没有受到重视。其实，文
学是时代生活的反映，相对承平的乾嘉文学呈现

另一风貌，对于这一风貌，文学史多以精英史观进

行考察，研究多局限于平面的描述，缺乏持续深入

的研究。本论文试图进入文学史的“过程”，用
“事件化”的视角还原乾嘉诗坛上追求“风趣”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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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乾嘉主流的诗学流派无疑是袁枚为首的性灵

派，关于“性灵”的内涵，学界的界定主要有以下
四种类型。一是性情说。马积高认为“他所说的
性灵，说穿了不过是封建文人的生活情趣”( 马积
高等 550) 。张少康先生认为“袁枚的‘性灵’与
‘性情’、‘情’实际上是一回事”( 346 ) 。二是性
情与灵感融合说。王运熙、顾易生认为性灵是性
情与灵机、真与巧的结合，“他所谓‘性灵’，主要
指自然地、风趣地抒写自己个人的真实感情、感受
和思考”( 王运熙等 247 ) 。三是性情与才性说。
王英志认为性灵“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
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要素”( 王英志 394 ) 。张健
等持此观点。四是灵感说。叶嘉莹认为“重在心
灵与外物相交的一种感发作用”( 211 ) 。羊春秋
也认为袁枚的性灵强调灵感的作用。有意思的
是，郭绍虞先生将“性灵说”当作为中国传统诗学
的集成，他说: “《虞书》言‘诗言志’，《诗序》言
‘诗者志之所之也’，凡一切言诗以言志的论调，
都可以是性灵说的滥觞，《诗序》言‘情动于中而
形于言’，《文赋》言‘诗缘情而绮靡’，凡一切言诗
以宜情者，也都可说是性灵说的滥觞”( 《照隅室
古典文学》441) 。因此，他对袁枚的性灵说评价
很高，“所以公安、竟陵之诗论，犹易为人所诟病，
而随园之诗论，虽建筑在性灵上面，却是千门万

户，无所不备。假使仅就诗论而言，随园的主张却
是无可非难的”( 《照隅室古典文学》470) 。郭绍
虞将性灵诗说放置于诗学传统中进行考察，注意

到了袁枚诗论对传统诗学的继承。笔者认为，袁
枚的诗论固然有传承传统诗学的成分，但也有异

于传统诗学的地方，仅仅从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来探求是不全面的，性灵诗论得益于传统，也得益

于时代的文学实践。袁枚并没有自标诗派，也没
有对“性灵”进行具体阐释，上述对袁枚诗学思想
的研究基本上在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绎，抛

弃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形成的整体性，因而理

论分歧很明显。
要想把一种诗歌理论弄清，我们有必要借鉴

福柯的“事件化”思想对袁枚现象进行分析。福
柯认为，从原初意义上而言，任何一种理论或真理

都是以一个“事件”出现的，在研究一种理论时，

我们都应该回到“事件”中去进行分析。受到“体
系”和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性灵派诗学的研究
基本上是从探析“性灵”出发，然后以“性灵”为中
心构建性灵派的理论体系，似乎是把握了“性灵”
的内涵就可以把握住乾嘉时期的主流文学，而乾

嘉时期的文学现象又最终成为“性灵”的注脚。
这样一种以体系、以理念研究文学的方法忽视了
文学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当前对性灵派的理
论抽绎主要基于袁枚的《随园诗话》和袁枚诗文
集中的论诗诗、序、书信等，其实，袁枚的《随园诗
话》大部分是选评当时的诗歌，选取标准并不严
格，理论指导性也不强，他的论诗诗、序、书信往往
是针对某一现象进行分析，理论的“碎片化”是比
较突出的，强硬将它们粘合在一个体系中有颇多

不妥之处。
把握乾嘉主流诗学，仅仅依赖于对“性灵”的

理论探析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进入文学史的“过
程”中把握其实质。时人是怎样评价袁枚的性灵
诗派呢? 我们且从反对者那里看看。章学诚有很
坚强的卫道观念，他对袁枚从人品到学术、诗文几
乎是全盘否定，他在《〈妇学〉篇书后》一文对袁枚
提出严厉批评:“而近日不学之徒，援据以诱无知
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则解《诗》之误，
何异误解《金滕》而起居摄，误解《周礼》而启青
苗，朱子岂知流祸至于斯极? ［……］彼不学之
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
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

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
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
圣无法矣［……］是则风趣之说，不待攻而破，不
待教而诛者也［……］岂知千载而后，乃有不学之
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

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

哉?”( 317) 章学诚评价袁枚的时候多次提及“风
趣”，并将袁枚的诗论目为“风趣之说”。袁枚晚
年称自己的文学团体为“随园派”，并没有以“性
灵派”自称，也没有直接对“性灵”作具体阐释，章
学诚以“风趣之说”评价袁枚，应该说是对乾嘉主
流诗坛自我概括，乾嘉诗坛上主流的诗人如袁枚、
赵翼、李调元等人的诗作多是风趣诙谐，章学诚的
概括并非没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时人也有将
性灵派视为“诚斋体”的，尚镕在《三家诗话》中评
价袁枚:“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格调，所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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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斋之镂刻而近于词曲”( 1922 ) 。袁枚的诗歌创
作既具有士大夫的俗气，又风趣幽默，与杨万里有

相似之处。袁枚自己也直言对杨万里的喜好，
“蒋苕生与余互相推许，惟论诗不合者: 余不喜黄
山谷，而喜杨诚斋;蒋不喜杨，而喜黄:可谓和而不

同”( 《随园》282) 。在《随园诗话》的开篇，袁枚
便提出:“杨诚斋曰: ‘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
调，而不解风趣。何也? 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
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
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 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
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 谁为之格，谁为
之律? 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 况皋、禹
之歌，不同乎《三百篇》; 《国风》之格，不同乎
《雅》《颂》:格岂有一定哉? 许浑云:‘吟诗好似成
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2 ) 。
沈德潜论诗重格调，以恢复诗教为己任，推崇诗三

百，乾隆前期成为官方的诗学。袁枚论诗与沈德
潜判若水火，乾隆三十年左右，他代替沈德潜成为

诗坛盟主。在批判沈德潜“格调”的时候，袁枚借
助了杨诚斋的“风趣”，认为“风趣”的提法更接近
诗的本质，“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
无所为第一第二也”( 《随园》70) 。“诚斋体”自
然清新，风趣幽默，袁枚与性灵派很相似。好友汪
大绅认为袁枚诗似杨万里，袁枚并没有否认，并表

达了仰慕之情: “余尝曰: ‘诚斋，一代作手，谈何
容易! 后人嫌太雕刻，往往轻之。不知其天才清
妙，绝类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处。至其文章
气节，本传具存; 使我拟之，方且有愧’”( 《随园》
272) 。袁枚隔代相尚应该说是同声之鸣。不少
论者注意到了杨万里对袁枚的影响，认为“性灵”
一说与杨万里有直接的关系，顾远芗认为“其实
性灵说的产生，受杨万里影响最大”( 52) ，日本学
者铃木虎雄( Suzuki Torao) 说道: “性灵之说实由
诚斋生发而来”( 187 ) 。但这样的分析在新时期
却多被否定了。袁枚的诗论是否直接源于诚斋无
法具体考证，但他对“诚斋体”的认可却是可以确
定的。乾嘉诗坛与袁枚并称的赵翼也多有诚斋之
风，尚镕说道: “云松( 赵翼) 禔躬以礼，而诗乃多
近滑稽之雄，使人失笑，较子才而更甚，何也? 岂

不善学东坡而堕入诚斋恶道耶!”( 1926 ) 。朱庭
珍也说道: “赵云松翼，则与钱塘袁枚同负重名，
时称袁、赵。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
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

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

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

教之防。一盲作俑，万瞽从风，纷纷逐臭之夫，如
云继起”( 2366 ) 。乾嘉诗坛地袁枚、赵翼等人的
作俑下确实是刮起了一股“风趣”之风，他们的诗
作多“戏答”、“戏作”、“戏题”之作。袁枚好色风
流，好友赵翼曾以诙谐的笔调写了个“控词”给巴
拙堂太守，嬉笑怒骂，令人喷饭，在当时流会很广。

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

上元县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苍山忽漫脱

逃;年老成精，阎罗殿失于查点。早入清
华之选，遂膺民社之司，既满腰缠，即辞

手版。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
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轶事斯
传。借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
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
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
郎直入坐筵; 妓宴笙歌，约杭守无端闯

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
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 贼无空过，出

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
称诗伯; 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
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
乃名教罪人。为此列颖具呈，伏乞按律
定罪。照妖镜定无逃影，斩邪剑切勿留
情。重则付之轮回，化蜂蝶以偿夙孽;轻
则递回巢穴，逐猕猴仍复原身。( 梁绍
壬 3)

袁、赵二人是乾嘉诗坛的主将和副将，控词所
指虽然有事实依据，但两人仅以此为调侃，所谓的

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词为袁、赵两家息讼，并
设宴郡斋以解之”纯属子虚乌有之事，这样一种
游戏的笔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乾嘉诗坛已经失

去了严肃的现实所指，而转入了轻松的闲适娱乐。
乾嘉诗坛的娱乐性很强，而“风趣说”则助燃了这
一倾向。有些论者注意到了“性灵”所具有的“风
趣”之义，却仅仅局限于性灵的内涵分析，没有将
之与乾嘉诗坛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分析也显得苍

白，这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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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文人往往喜欢在诗中寻趣，趣是文人审

美的出口，也是文人身份体认的标识之一，中国文

人历代不少谈趣。王昌龄认为: “诗有三格。一
曰得趣，谓理得其趣，咏物如合砌，为之止也，诗曰

‘五里徘徊鹤，三声断续猿，如何俱失格，相对泣
离尊’是也”( 张伯伟 198 ) 。王昌龄的“趣”是符
合事物的情理之妙。在先秦，诗歌是国家政教体
系的组成部分，它扮演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任务，而在后代，随着诗歌
的发展，诗歌的政教功能日益衰弱，娱乐性、交际
性得到了强化，虽然每个朝代都不同程度的有

“传道”的声音，但在创作实践上能体现这一宗旨
的很少，大量的作品无关社会宏旨，诗歌艺术性的

探索更是使诗歌与“传道”分离。严羽提出“诗有
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就把诗
歌推向了纯艺术的路子，纯艺术内指性的思考不

断地得到强化。明清两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口迅速增加，士子队伍迅速壮大，应酬诗大量出

现，甚至催生了专业的诗歌代写，诗歌在大众化、
娱乐化的过程中，“风趣”成了常态性的追求。高
启谓:“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
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 885 ) 。趣是
使诗歌妙笔生花的不可或缺的东西。钟惺说:
“夫文之趣，无而无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
也，趣死则死，人之能知觉运动以生者，趣所为

也”( 240) 。在这里，“趣”除了风趣，更多的是万
物的生机灵魂，钟惺将趣泛化了。汤显祖也认为: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 1337 ) 。袁宏道说: “世
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
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

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
画，涉猎古董，以为清; 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

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
趣之皮毛，何关神情!”( 463 ) 。袁宏道的趣可谓
是文人之趣，表现了文人的艺术自觉。李渔在
《闲情偶寄》中也说道:“‘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
可少。‘机’者，传神之精神; ‘趣’者，传奇之风
致。少此两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
( 18) 。戏曲中只有趣才能引人入胜，赋作品以生
命力。李渔对“机趣”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大众审美对艺术的要求。黄周星: “制曲之诀，
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
古云:‘诗有别趣’。曲为诗之流派，且被之弦歌，
自当专以趣胜。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
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
人者”( 120) 。趣是戏曲获得雅俗共赏的秘诀，唯
有趣才能感人，黄周星的观点代表了新兴的市民

阶层的审美要求。
诗歌本来属于“雅”文学，是知识分子和社会

中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之一，它与戏曲、小说等
“俗”文学是判然有别的，论诗重“风趣”，其实是
诗歌大众化的表征之一，袁枚的“风趣说”其实也
正是诗歌创作大众化的产物。从内涵而言，“风
趣”是作者在对社会现象的诗性感悟中所体现出
来的谐趣，是创作主体的机灵诗才的表现;从外延

看，“风趣”是相对于重道德教化的诗论而言，“风
趣”虽然不排斥家国情怀，但以日常闲适的机趣
为主要倾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袁枚对杜甫的评
价中看出来:“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而世
间耳食者，往往赞叹，奉为标准。不知少陵海涵地
负之才，其佳处未易窥测; 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

语耳，非其至者也。如曰‘一系’，曰‘两开’，曰
‘还泛泛’，曰‘故飞飞’: 习气大重，毫无意义”
( 《随园》245) 。《秋兴》八首是杜诗七律的代表
作，作者的故国之感、乡土之思在作品中充分体
现，历来为人们尊崇。袁枚对这一组诗没有兴趣，
认为“习气大重，毫无意义”。杜诗的家国情怀与
袁枚诗论旨趣相去甚远，袁枚的风趣论并没有过

多染指国家情怀，其实正是世俗化、平民化的诗
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道: “诗能令人笑者
必佳”( 519) 。能令人发笑就是好诗，这样的价值
判断使诗歌远离的政教传统而转向生活娱乐方

向了。
考察乾嘉文学，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诗

歌创作大多具有游历的痕迹，诗人的生活轨迹在

诗歌中迹婉然若现，诗人们往往将诗歌与游玩同

等对待，注重的是诗歌的娱乐性，而教化功能给放

轻了，这些特点在性灵派诗人身上尤为明显。袁
枚、赵翼等乾嘉诗人诗作数量惊人，《小仓山房诗
文集》收录了诗人 21 岁到 82 岁古今体诗 4400 多
首，赵翼的《瓯北集》存诗 4800 多首。这些诗作
是诗人一生的轨迹，文如其人，不少诗作体现了他

风趣的情怀，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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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活的风趣。袁枚认为诗主性情，生活
处处有诗材。“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
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
善取之皆成嘉句。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树下
喜报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 ‘月映竹成
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 袁枚，《小仓山房》
34) 。热爱生活的袁枚以风雅之诗回赠予了生
活，他的不少诗表现了生活的风趣: “养鸡纵鸡
食，鸡肥乃烹之。主人计自佳，不可使鸡知”
( 《鸡》) ( 《小仓山房》505 ) 。养鸡意在丰盛之晚
餐，而主人之心计不可让鸡知晓。这不仅让我们
对万灵之长的人类智慧会心一笑，而且也让我们

想到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残酷性，诗在风趣之中饱

含深义。“谁画白头翁? 一笑不如鸟。生来自白
头，无人嫌汝老”( 袁枚，《小仓山房》203) 。喜剧
源于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诗人丰富的想像将这一

矛盾揭示出来，使作品妙趣横生。“为买梅花手
自栽，朝衫典尽向苍苔。笑他绝代高人格，不等黄
金也不来”( 袁枚，《小仓山房》178) 。“暮雨萧萧
旅店来，自看孤枕笑颜开。黄粱未熟天还早，此梦
何妨再一回”( 袁枚，《小仓山房》142 ) 。幽默不
仅是一种自我的胜利，而且也是对生活的胜利，诗

人对生活的轻松思绪让人认识了生活中的一些真

义。这样的作品在袁枚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以袁
枚为中心，汇融了乾嘉诗坛半壁河山，虽然不少作

者的诗作现在无法觅及，但从《随园诗话》的收录
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一斑。“苏州舁山轿者最狡
猾，游冶少年多与钱，则遇彼姝之车，故意相撞，或

小停顿。商宝意先生有诗云: ‘直得舆夫争道立，
翻因小住饱看花。’虎邱山坡五十馀级，妇女坐轿
下山，心怯其坠，往往倒抬而行。鲍步江《竹枝》
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头’”( 18 ) 。
“襄勤伯鄂公容安，好吟诗，如有宿悟。《竹林诗》
云:‘初地相逢人似旧，前身安见我非僧?’《悼亡》
云:‘伤心最是怀中女，错认长眼作暂眠。’［……］
鄂公《题甘露诗》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
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
外谁知有九州?’”( 袁枚，《随园》 20 ) 。以精英
的文学史观看，这些风趣之作不免庸俗甚至低俗，

但如果联系乾嘉社会现实，这些作品也是具有

“诗史”的性质的。《三家诗话》称赵翼“多近滑稽
之雄，使人失笑”( 尚镕 1926 ) 。赵翼性格开朗，
《瓯北集》“戏作”不少，他的幽默更富于生活的气

息，《古诗二十首》之“陋巷有一士”解嘲打趣，简
直就是在开玩笑:

陋巷有一士，每夕露祷天。天神闵
其诚，来问所欲言。士也叩头语，所愿残
戋戋。不求拾青紫，不求拥金钱。但期
衣食足，了无尘事牵。朝则茅檐曝，夕则
布被眠。泛舟水上涯，倚杖山之巅。天
神忽大笑，此乐惟真仙。青紫或可觊，金
钱亦可权。独馀清闲福，上界所最悭。
世果有此乐，吾亦来世间。(赵翼 86)

赵翼的诗歌口语色彩很浓，诗歌就像是在开玩笑，

在乾嘉有不少的追随者。
( 二) 历史风怀的追趣。“传说关中多胜迹，

男儿须到古长安。六朝云物旧淹留，更向咸阳作
壮游。万首诗编秦楚地，半生官领帝王州”( 袁
枚，《小仓山房》138) 。袁枚一生壮游大江南北，
每到一处都有所咏叹。袁枚认为对历史的咏叹要
有所感触、寄托，“咏古诗有寄托固妙，亦须读者
知其所寄托之意，而后觉其诗之佳”( 《小仓山房》
145) 。实际上，他咏叹历史的诗作，不仅有所寄
托，而且往往能别出新意，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

启发。“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
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马嵬》)
( 《小仓山房》147) 。马嵬兵变，唐明皇被迫割舍
情爱，以救助江山。杨贵妃与唐明皇那一段生离
死别的爱情让世人感慨嘘唏。袁枚旧事重提，将
石壕村历尽战苦的老夫妻与帝王相提并论，在人

性的深处揭示了人性情感平等性。“阴山月落夜
啼乌，放下琵琶影更孤。知道君王终遣妾，将军不
赐赐匈奴”( 《小仓山房》144) 。袁枚一反长期人
们对昭君出塞的看法，表现出人道主义的爱国关

怀，让人在微笑中思考历史。“东海泱泱大风猛，
燕王积怨何时逞? 筑台愿招英雄人，黄金之高与

天等。台未筑时如无人，台既筑时人纷纷。不知
公等竟安在，剧辛、乐毅来成群。残兵一队山东
走，顷刻齐亡如反手。回问当年豪举心:果然值得
黄金否? 于今蔓草萦台绿，千年壮士寻台哭。为
道昭王今便存，不报仇时台不筑”( 《小仓山房》
15) 。历史如流水，一去不返，当年的豪气现今只
留下一丛荒草，“不报仇时台不筑”的反思让我们
看到了统治者的历史用意，会心之余，不禁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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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文史兼长，他的咏史诗往往出人意料，让人在

失笑的同时又能回味历史，《莪洲以〈陕中游草〉
见示，和其五首》一诗咏马嵬事变: “宠极强藩已
不臣，枉教红粉委荒尘。怜香不尽千词客，召乱何
关一美人!”( 988 ) 。为杨玉环翻案，一反红颜祸
水之说，令人信服。赵翼在《丹阳道中》一诗里更
是赞扬隋炀帝:“畚锸当年集，舟航万古通。莫嗤
隋炀帝，此举禹王同”( 979 ) 。重估历史，坏事成
了好事，隋炀帝竟然能与大禹相提并论，这样的胆

识与作者的胸怀是分不开的。
( 三) 表现狂放之性的谐趣。在乾嘉，袁枚是

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尊孔但存疑，排击理学但又不

满汉学，他以人性论为武器大胆评价古今，传统僵

化的思想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袁枚在《自题》
中进行自我概括:“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
天翁”，这确实是袁枚个性的写照。没有了“家
数”的束缚，就可以大胆地放怀，诗如其人，袁枚
不少诗歌表现了他内在狂放之性。他咏钱: “百
物皆可爱，惟钱最寡趣。生时招不来，死时带不
去”( 《小仓山房》982) 。“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
烦君我亦愁。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是清
流”( 《小仓山房》279 ) 。中国传统重义轻利，袁
枚咏钱诗多达九首，他并不忌讳自己的财物的追

求，作品在对义利之辩的突破中不禁让人一笑。
袁枚对理学甚为反感，他经常“挖墙角”，将理学
家的言行的悖谬之处展示出来，让人警醒。“东
汉耻机权，君子多硁硁。悲哉陈与窦，谋疏功不
成。其时凉州反，有人颁孝经; 意欲口打贼，贼闻
笑不胜。虽无补国家，尚未远人情。一变至南宋，
佛行而儒名。希哲学主静，人死不闻声。魏公败
符离，自夸心学精，杀人三十万，于心不曾惊。似
此称理学，何处托生灵。呜呼孔与孟，九泉涕沾
缨”( 《小仓山房》81-82) 。以“天理”的名义进行
杀戮却不负任何责任，理学与人生相去何其之远，

通过对比，袁枚揭示了理学的荒谬之处。赵翼也
喜欢用其人之矛攻其之盾，语言谐趣而令人深思，

“世儒好辟佛，多欲穷其精。我但言其粗，了然自
易明。其教严戒杀，物命固长成。却绝男女欲，不
许人类生。将使大千界，人灭物满盈。此岂造化
理，流毒逾秦坑。试起广长舌，将以何说争?”
( 536) 。作者以浅显的事实对佛学教理提出了质
疑，富于现实的生气。
乾嘉时期诗人雅集不断，风趣之作成为士子

们乐此不疲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它体现了知识

分子的在承平时代的审美趣味，是诗人们确认自

我身份的行为。这种风趣之作我们今天感觉到
“俗”，但在当时却是一件雅事，四方附和随园此
起彼伏，连擅长作战的将士也附庸风雅，以受赞于

袁枚为荣。福康安在写给袁枚的信中说道: “余
自束发即耳闻随园名，知为当代作者。而南北相
睽，不得一见，心辄向往。甲辰扈从金陵，思一访
随园，适奉命他往，遂不果。今又将十年矣。向见
《随园诗话》、《新齐谐》二书，虽游戏之笔，而标新
领异，已远胜《沧浪》、《虞初》诸书，携之行箧，把
玩不置。兹来卫藏军事之暇，适补山相国 ( 即孙
士毅) 、瑶圃制军( 即惠龄) 咸共朝夕，谈次时及随
园”( 袁枚，《小仓山房》979 ) 。遥战边疆的将领
把玩游戏之笔不置，随园的影响由此不难想像，郭

绍虞甚至判断:“在当时，整个的诗坛上似乎只见
他( 袁枚) 的理论”( 《中国文学》626 ) 。袁枚重
“风趣”，但并不认可胡闹，他说:“诗，如言也。口
齿不清，拉杂万语，愈多愈厌。口齿清矣，又须言
之有味，听之可爱，方妙。若村妇絮谈，武夫作词，
无名贵气，又何藉乎? 其言有小涉风趣，而嚅嚅然

若人病危，不能多语者，实由才薄”( 《随园》82) 。
风趣虽然富于生活韵味，但它并非是普通民众的

日常审美，而是士大夫的雅兴，并非完全是普通大

众的诗学，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三

“风趣说”之所以能够在乾嘉时期风行朝野，
这与通俗文学的涌动、时代学术思潮及诗学发展
的内在规律有关。
(一) 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乾嘉时期的诗坛格局，基本上经历了沈德潜

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诗教回归这样的
发展历程，这样的发展历程是符合诗学发展的

“内在理路”的。乾隆前期沈德潜的格调说能够
成为占据主流的诗学流派，这与沈德潜在诗学上

的修养是分不开的，他的诗学理论是继王士祯之

后又一大集成，其理论的丰富性不是简单概括就

能完成的。沈德潜的“格调说”其实并没有什么
新意，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旧话再说一

遍罢了，而他的这一说却是在具有深度诗学理论

修养的前提下提出的，故而他的理论没有道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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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的空洞性，倒是有让人觉得具有深度性。沈
德潜诗论为后人诟病主要在于他的“关系说”，沈
德潜诗论的“关系”是一种国家的情怀，而并非只
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诗歌理论，后来袁枚对他
的责难也并非是因为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

而是批评沈德潜持论的偏狭，这一点我们不可不

辨。沈德潜在坚持艺术价值的前提下站在思想的
高度上对诗歌进行评论，这就让人在艺术的熏陶

中得到了理论升华，这种方法比道学家们的说教

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如果能够在诗歌的思想性上
多些民主内涵，沈德潜的诗论或能近乎完美，而他

却一直偏重于“关系”，对其他思想倾向的作品大
加排斥: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
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
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 六代继之，流
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讬兴渐失，
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衎之具，
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
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

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
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
( 81)

他甚至持“关系”过重，他戴着“关系”的有色
眼镜观察诗歌，在分析时不断地出现了偏差:

巷伯恶恶，至欲“投畀豺虎”、“投畀
有北”，何尝留一馀地? 然想其用意，正
欲激发其羞恶之本心，使之同归於善，则

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墙茨》、《相鼠》
诸诗，亦须本斯意读。(沈德潜 88)

《巷伯》的激烈言论经过沈德潜的“过度阐释”变
得温柔了，他还以此解读了《诗经》中有违温柔敦
厚诗教的作品，这其实是他先入为主的观念使然。
他的这一“关系”甚至使他失去了艺术的眼光，让
人啼笑皆非。沈德潜的格调诗论是传统儒家诗论
的集成，它关注的是诗歌的家国情怀，忽视了个体

的日常情感。
乾嘉社会相对承平，经济不断发展，人口迅速

增长，物质财富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增加，人们的生

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封建社会中难

见的繁盛局面。满清虽然取得了中原的统治权，
但汉族对其文化的认同却没法与明代相比，明末

社会黑暗但忠臣不绝，乾嘉社会经济虽然有了长

足的发展，但在朝廷内部诤臣却很少。在政治高
压下，诗人们的政治热度明显是严重地下降了。
“风雪城南酒一种，宦情如水不能浓”( 张问陶
256) 。在文字狱等文化高压下，文人对政治失去
了热情，张问陶道出了乾嘉诗人们的普遍心态。
与文人的精神状态相适，乾嘉时期的文学在表面

盛世之下显得平和，交游、应酬、娱乐成了时代诗
歌的主旋。袁枚的“风趣”突破了传统“载道”的
诗歌观念，不再关注诗歌的政教功能，而是将关注

的重点下移，去关注个体生命的原初体验，这当时

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是合拍的。钱泳在评判沈德潜
与袁枚时说道:“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
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 太史专取性灵。自宗
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
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 871 ) 。失去了政治的
严肃性，诗歌的娱乐功能被放大了，“风趣”取代
“关系”是诗歌发展的必然。
(二) 通俗文学的涌动

明代放任的心学与门户之争在整个清代一直

受到批判，清代统治阶级越过了明代，试图在传统

的文化资源中找到构建当代文化的养分。从康熙
起，有利于稳定秩序的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国家哲

学，而“清真雅正”的文艺政策也被确立起来。如
果说王士禛的神韵说体现了“清真”的文艺政策，
那么沈德潜的格调说则是“雅正”文艺政策的体
现了。然而，官方的文艺政策并不能左右全部的
文学活动，清初遗民们的痛泣哀伤与蒸蒸日上的

国势并不一致，清代中叶的乾嘉时期，通俗文学的

崛起与官方“雅正”的文艺政策也不合拍。纵观
清代的文学活动，官邸文学与民间文学虽然并不

完全对立，但两者的价值取向还是有相当的区别

的。袁枚虽然任过县令，与达官贵人交往频繁，但
他的诗风与官方的文艺政策是有相当差距的，从

内涵上看，倒是与通俗文学有着一致性。
乾嘉时期，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民间通俗艺术也随之普及发

展，达到了清代的顶峰。焦循在《花部农潭》的序
中说:“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
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 173) 。《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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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等小说不断重
印，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一时期的小说
创作也进入了封建社会小说创作的最高峰，《红
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通俗小说相继
面世，钱大昕感慨于儒、释、道外又多了“小说
教”。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列入高雅文学殿
堂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其实在整个清代，小说一直

都是统治阶级打压的对象，俞正燮记载有:

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

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议准，
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
十三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

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

流，卖者徙。乾隆元年覆准，淫词秽说，
叠架盈箱，列肆租赁，限文到三日销毁;

官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辑例，降二

级调用。嘉庆七年，禁坊肆不经小说，此
后不准再行编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
依保奏禁《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
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团》等。喻
旨不得令胥吏等借端坊市纷纷搜查，至

有滋扰。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词小说。
( 269-70)

小说大多语涉“不经”，与清代“清真雅正”的
文艺政策不吻，并不利于建立稳定、有序的大一统
帝国，遭到禁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乾隆在对
四库馆臣的训饬中明确反对“怪力乱神”之文，而
乾隆诗坛领袖袁枚却顶风而行，积极收集素材，创

作了志怪小说《子不语》。袁枚在谈到写作动因
的时候说道:“余平生寡嗜好，凡饮酒、度曲，可以
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
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

也”( 《子不语》1 ) 。袁枚曾三载翰林七载县令，
难道他不了解乾隆高压的文化政策? 仔细辨读袁

枚的诗文就会发现，其诗文虽有离经叛道的倾向，

但却绝不对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表现不满，倒是

极力称颂当代政权，这使得性灵派在乾嘉风行却

没有受到政治非难。不涉政治是非，袁枚的小说
写作主要强调的是娱乐的功能。袁枚自己也称
“仆生性不喜佛，不喜仙，兼不喜理学”，既然不喜
仙佛，那为什么又要写志怪小说呢? 袁枚的《子

不语》虽“不经”，但仅为“自娱”，其娱乐的指向是
很明确的。其实，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荒诞寓意
的志怪小说，影响比较大的有《平鬼传》、《飞跎全
传》、《精神降鬼传》、《常言道》、《何典》等，这些
作品情节荒诞，娱乐性强于思想性，深受群众的欢

迎。不顾时俗的非议，毅然加入娱乐文学阵营，这
是袁枚的文学观使然，他在《书所见》一诗中道出
了自己的心声:“人生行乐耳，所乐亦分类。但须
及时行，个人自领会。我生嗜好多，老至亦渐忘。
惟有两三事，依旧欢如常。携书傍水竹，随手摩圭
璋。名山扶一杖，好花进一觞。谈文述甘苦，说鬼
恣荒唐”( 《小仓山房》888) 。读书、旅游、写作是
袁枚及时“行乐”的“两三事”，“说鬼恣荒唐”是
他写作“行乐”的方式之一。由此，我们不难看
出，袁枚诗歌创作与小说写作具有同一性，即“行
乐”。既然要“行乐”，那就必须要有趣，诗与小说
都必须有趣才能“与众乐”，从而达到最“乐”的效
果。袁枚的“风趣”论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
象，而是与乾嘉通俗文学生态有着紧密的联系，是

乾嘉通俗文学向高雅文学渗透的结果。
(三) 乾嘉学术对理学的解放

中国传统的诗论重政教功用，“言志”、“载
道”在历代诗论、文论中屡见不鲜，郭绍虞说道: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乌烟瘴气闹
什么‘文以载道’的说法，便是玄之又玄玩一些论
神论气的把戏，前者是儒家思想之发挥，后者是道

家思想之影响。这两家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竟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 《照隅室古典文学》
46) 。乾嘉诗坛的“风趣”诗风偏离了传统诗学的
轨道，不再关注诗歌的教化功用，这与时代的学术

思潮是分不开的。
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打破了理学对学术的垄

断，程朱理学失去了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开始受到

学者们的批判，乾嘉考据学者在对经史原典的追

溯中重新发现了儒学中的人性思想，冰冷的理学

教条已为时代所不容，戴震说道:

呜呼! 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
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

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

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吏
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

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圣贤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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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独得之道

德;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

儒乃别有一物焉与生俱生而制夫事。古
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

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求理，其

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

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
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

众也。( 188)

这种声音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对理学批判的结果。
袁枚也说道:

宋儒非天也! 宋儒为天，将置尧、
舜、周、孔于何地? ［……］颜、李文不雅
训，论井田、封建太泥，其论学性处，能于
程、朱处别开一径，足下不详其本末，不
判其精粗，不指其某也是、某也非，而一
言以蔽之曰:“诋宋儒如诋天。”吾以为
足下非善尊宋儒者也。［……］且足下
并非善尊天者也。《中庸》曰:“天地之
大，人犹有所憾。”人憾天地，而子思许
之。人憾宋儒，而足下不许，又何也? 足
下之言曰: “无宋儒，吾辈禽兽而木石
矣。”尤误也! 足下亦思汉、魏、晋、唐无
宋儒，其间千余年，皆禽兽木石乎? 亦恩

以孔子之圣，不能挽战国之末流，而以宋

儒之贤，乃能救后世之习俗乎? 足下惧

获罪于宋儒，而甘心获罪于汉、魏、晋、唐
之儒，并甘心获罪于孔子者，又何也? 夫

获罪于孔子，乃几几获罪于天。然而豪
杰之士，无文王犹兴; 足下无宋儒，乃自

比于禽兽木石。仆能决足下之必非禽兽
木石，犹之能决宋儒之必非天也。
［……］足下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
窃以为不可。(《随园》1563-64)

袁枚认为孔子之道是一种合乎人自然之性的行，

由尧舜至今，孔子之道就没有停止过，后儒所宣扬

的“道统”其实是一种狭隘的“道”，与孔子相去甚
远。袁枚对“道”的阐释不仅对卫道者固步自封
进行了揭示，而且对儒学注入了人性的活力，使得

儒学更贴近了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

阶层思想意识的崛起。
凌廷堪在《好恶说上》中针对《大学》中的“好

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一段说道: “此言治国平天下亦在于好恶也，
终于拂人之性，然则人性初不外乎好恶也。爱亦
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齐家之亲
爱、贱恶、畏敬、哀矝、敖惰，皆不离乎人情也。
《大学》性字祇此一见，即好恶也。《大学》言好
恶，《中庸》言喜怒哀乐，互相成也”( 140 ) 。宋儒
高谈义理的心性之论在这时期由高高在上的玄乎

之论被拉到了人间，学者们不再对玄虚的理论感

兴趣，他们更注重人们的真实情感。纪昀在四库
全书的评语中也屡屡对宋儒进行批评:

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如
饮食惟取御饥，蔋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

其所弃。如衣服惟取御寒，布帛之外，黼
黻章采在其所捐。持论不谓不正，惟其
说终不能行于天下。［……］谓杜甫“黄
四娘家花满溪”一首为不轨于名教，皆
不能谓之无理。然事事操此论以往，其
势未有不窒碍者也。(纪昀等 1708)

考据学的兴盛使得理学处于学术的边缘，熟

悉清代典章制度的昭梿说道: “自乾隆中，傅、和
二相擅权，正人与之梗者，多置九卿闲曹，终身不

迁，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
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 503) 。章学诚也痛心
地指出:“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
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

风大可惧也!”( 133) 。乾嘉考据学对理学的排斥
与正在崛起的市民意识不谋而合，共同完成了意

识形态的转变，这就催促诗歌创作向个体性、日常
性、闲适性方向发展。
诗歌并不是一种纯文学形态，它与社会生活、

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它曾经起着不同的作用。“自最早的文明世
界以来，诗歌就是人类集体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并

不始终都起同样的作用。它曾是法律和历史的工
具，民间传说的宝库，大众娱乐的源泉，少数人的

深奥活动。我们应当假定诗歌还会继续存在下
去，但可以看到，自现代社会开始以来，诗歌的地

位一样在发生着变化”( 布雷德伯里等 285)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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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诗歌一直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伦理

色彩，在社会危机加剧的时候被视为政治伦理的

奴婢，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

政治伦理的束缚，朝着个性解放的方向发展。乾
嘉诗歌不再承担法律裁决的功能，它与时代学术

思潮相辅相成，共同导演了一场大变革。

四

乾嘉“风趣”的诗风让诗歌摆脱了政治伦理
的教化后装入了生活的新鲜气息，使得诗歌在品

位下移的同时扩大了诗歌创作和接受的队伍，这

其实代表了诗歌创作大众化的趋势。这股思潮把
诗歌与生活的距离拉近了，使得诗歌不再成为政

治的螺丝钉，而是生活的必要调味品，应该说是诗

歌的一大解放。同时也应该看到，“风趣”的背
后，也带来了诗歌品位的下调，特别是艳情的调笑

之作在相当程度上隐蔽了精神诗歌超越的功能，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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